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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 
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 

田 余 厌 

提 要：流传于北魏宫掖与鲜卑贵族间的 《代歌》，是拓跋族的民族史诗。道 

武帝时修撰的北魏早期历史 《代记》，主要当是依据 《代歌》。《魏书·序纪》大体 

是以 《代记》为本。辑集 《代歌》和修撰 《代记》的重要人物是邓渊。由于邓渊 

冤死，崔浩死于国史之狱，北魏一代史学衰微，史官视修纂北魏前期历史为畏途。 

考察 《序纪》的来历，可以看出拓跋族面对其民族早期历史的某些问题时陷入的 

痛苦与窘境。这是中古时期民族融合浪潮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关键词：北魏 代歌 代记 邓渊 崔浩 

《真人代歌》释名 

读魏收书，留意到 《乐志》所载 《代歌》问题①。《乐志》谓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 

其本。掖庭中歌 《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 

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我不懂音乐和音乐史，但是觉得代歌内容实际上应该就 

是拓跋史诗，很有史料价值，值得读史者探究。只是歌词散失殆尽，研究 《代歌》本身已不可 

能，只好当做史学史上的一个话题来对待，看看能否发掘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乐志》所说的 “时”，意指代歌进入北魏乐府之时。因为代歌本是鼓吹乐，马上奏之，只 

有人乐府后 “与丝竹合奏”，才能脱朔漠土风而登进于庙堂宴飨。北魏始设乐府，年代甚早。魏 

平中山，晋伶官乐器屡经转徙遗散之后而得留存者，多入代北，理当设官司理，但只是草创而 

已，乐工、器物、乐谱、歌词都远不完备。辑集 《代歌》之事似乎与设乐府大体同时，有代歌 

之辑即有乐府。 《乐志》叙代歌事于天兴元年至天兴六年 (398—403年)之间。以后拓跋破赫 

连，平凉州，通西域，所得稍广，乐府渐有规模。孝文帝务正音声，搜求古乐，乐府始盛。乐 

府音声审定，器物调适，歌词取舍，编撰次第诸事，魏初邓渊首居其功，以后续成者则有高允、 

高闾等人。 

代歌，《隋书》卷 14《音乐志》未曾特别言及。但 《隋书》卷32《经籍志》小学类有 《国语 

① 拙著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北京大学 《国学研究》5辑，1998年)曾出一长注解释 

“代歌”问题 ，但未细究。 

· 51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史 研 究 2001年第 1期 

真歌》十卷，无解释，姚振宗 《考证》亦无说。我认为应当就是指代歌一百五十章。国语即鲜 

卑语，代歌是用汉字写鲜卑语音而成。至于真歌之名，下面再作解释。《经籍志》还有 《国语御 

歌》十一卷 ，不知是否与代歌有关系。 

《旧唐书》卷29《音乐志》、《新唐书》卷22《礼乐志》都有代歌资料，又称北歌。这是由于 

两唐乐志有关部分列叙四夷之乐 ，入代歌于其中的北狄乐中。北魏迁洛以后对于拓跋 旧物都以 

代、以北为称，所以北歌、代歌同义。两唐乐志都说北歌是 “燕魏之际鲜卑歌”。狭义地说，所 

谓 “燕魏之际”，当以道武帝皇始元年 (396年)建天子旌旗、取并州、夺中山，至天兴元年 

(398年)克邺、灭后燕、定都平城为基准，北歌辑集当在此时；而所谓 “鲜卑歌”，是总括此时 

鲜卑各部之乐而言 ，包括以拓跋为主的代歌在内。广义地说，代歌也可能泛指十六国至北魏后 

期的胡歌胡乐，在燕魏之间以至魏末较长的时间之内陆续辑成。魏志、隋志所叙大体符合狭义 

的要求。两唐志所叙燕魏之际鲜卑歌，年代和范围都显得混乱，只能从广义方面来理解。 

两唐乐志都说北魏乐府代歌，到周、隋之世与西凉乐杂奏，原有的代歌 150章由于只有鲜 

卑音而无汉译，理解者越来越少，以至逐渐失传，至唐时只存 53章，而名 目可解者只有 6章。 

两唐乐志录有 6章名 目，即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 、钜鹿公主 、白净王太子 、企喻。郭茂 

倩 《乐府诗集》卷 25《横吹曲词》录载了几章汉译歌词。从这几章汉译歌词看来，两唐乐志所 

说到的代歌内容与发展情况，大大超越了 《魏书·音乐志》所说的代歌，所叙可解者 6章与 《魏 

书》不能吻合，时代较晚，也不是道武帝先人有关事迹。证据如下。“部落稽”，十六国时称山 

胡，魏时只一见，称步落坚，在 《北史·尔朱荣传》中；至于正式见到步落稽的称呼，已是北周 

之事了①。“钜鹿公主”． 《旧唐书 ·音乐志》说似是姚苌时歌，其词华音 ，与北歌也不合。 “企 

喻”，据 《乐府诗集》卷25引 《古今乐录》．其四曲之一是苻融诗，不涉及鲜卑。所有这些，与 

《魏书·音乐志》所说代歌 “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的鲜卑史实都不是一回事。不过，旧志又 

说 “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词，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趔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词”。此事在隋 

志中也有相应记载 ，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隋志谓 “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 (渊)奏上庙乐，创 

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 歌”。簸逻趔即是大角及其所奏，北狄鼓吹之乐， 

马上用之。所谓 “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词”，似内容为历代鲜卑君主言语行事，这与魏志所谓 “祖 

宗开基”、“君臣废兴”或者可以合辙。可惜歌词已荡然无存，不能求得确解。 

以上的资料和解析，使我理解到唐乐府中的北狄乐、鲜卑乐、代歌，是三个大小范围不一 

的名称。北魏代歌 150章，唐以前多半陆续散失，也有新章羼人，所以唐志所说的代歌已不全 

是北魏时的原貌。所谓唐时尚存而又可解者 6章，其中的 “步落稽”1章属于大范围的北狄乐 

(步落稽族属来源主要是南匈奴)，“慕容可汗”和 “吐谷浑”2章属鲜卑乐范围。只有严格意义 

的代歌才是拓跋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鲜卑歌包含其中，因为拓跋在推寅 (即追谥宣帝的 

所谓前推寅)时还曾是鲜卑檀石槐势力的一部分，称西部鲜卑。唐志成书，距代北拓跋年代已 

远．乐府歌词变化很大 ，最重要的是鲜卑语言已鲜为人知 ，所以难于区分乐府各部分来源演变， 

以至于对代歌的叙述混淆不清，产生了上列的矛盾。 

也许还可以这样认定，代歌是经过拓跋君主有意筛选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际鲜卑歌。筛 

选是按照道武帝个人意志进行的，目的是用15碑资料中的拓跋 (也不排除鲜卑它部如慕容等) 

传说，编成歌颂先人功烈的歌谣，于代人中广为传播，为道武帝的帝业制造舆论。《乐志》所说 

代歌中 “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的具体内容，道武帝正需借鉴，是他在创业时期朝夕思虑的 

① 参见唐长孺 《魏晋杂胡考·稽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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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魏书》卷 24《崔玄伯传》说其时道武帝 “历问故事于玄伯”。又说 “太祖常引问古今 

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 

道武帝满心关注的有关废兴的掌故，正是代歌的核心内容。为此 目的替道武帝筛选辑集代歌的， 

从文献查找，只能找到邓渊一人。只有邓渊一人，于天兴元年冬奉命定律吕，协音乐，这势必 

涉及代歌；也只有邓渊一人，几年以后又受诏撰修代记，这也势必要以代歌所涉为主要资料。 

两唐乐志都说代歌是 “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所歌又尽代人之事，因而有代歌之称，迁洛以 

后不一定还有此需要，而且鲜卑语音大多既被遗忘，代歌也不再具备原来的意义了。 

我还想用拓跋人爱歌的风习，来加强代歌是拓跋史诗 ，是拓跋古史资料来源的看法。拓跋 

爱歌的风习是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到了平城和洛阳已有汉字可供使用的年代，这种风习仍然依 

旧。《序纪》说拓跋先人 “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所谓人相传授，当是有言 

有歌，基本上都是171述的拓跋历史资料。一个部族，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口述 

传授的资料。北魏皇帝是爱歌的，太武帝神席三年 (430年)行幸广宁温泉，作温泉之歌以纪其 

事，见 《世祖纪》。他令乐府歌工历颂群臣，赞美 “廉如道生，智如崔浩”，见 《长孙道生传》。 

其它重要臣工当各有诗歌赞颂。孝文帝爱歌，本纪 中多处提到。耆宿之臣元丕 (422—503年) 

为烈帝翳槐后人 ，历仕太武 、景穆 、文成 、献文、孝文 、宣武六朝，以能言 “国家旧事”① 见重 

于时。《北史》卷 l5《元丕传》：“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座端，必抗音大言， 

叙列既往成败。”孝文帝说他 “亲歌述志”，当然是又说又唱了②。 

北魏墓志中也有一些歌唱家族史传的例证。永熙二年 (533年)元肃墓志，记肃父扶风王怡 

“道勋出世，列在歌谣”⑧。这种赞颂歌谣可能是乐府歌工奉命所作，如赞长孙道生、崔浩之例； 

也可能是贵族家传 自编之作。正光五年 (524年)元子直墓志 ，说到其家世业绩 “故 已播在 民 

谣，详之众口”①。永熙三年 (东魏天平元年 ，534年)张瑾墓志 ，自矜其家世 “吟谣两穗”⑤。 

这些可吟可诵的歌谣 ，大概相 当于汉人大族的家传。还可注意的是 ，武定八年 (550年)穆子岩 

墓志赞美先人事迹说 ： “家图国史，可得详言”⑥。然则贵族家世记录除歌谣以外 ，还有家图相 

配 。 

有一种文化现象曾令我不得其解，就是当拓跋人已进入高速汉化轨道之后，拓跋皇族人物 

自记其先人名字，仍旧任意用汉字写鲜卑音，而不遵循官方规范，与今本 《魏书》所见多异。 

这也是从墓志材料中看出来的。永平四年 (5l1年)元侔墓志志阴铭文，谓墓主的六世祖为昭成 

① 《魏书》卷 108之3《礼志》3。 

② 阎步克教授见告，北魏的太常乐户，属朵户之一种，数量不少，可以视为拓跋朝野崇尚乐舞的佐证。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 

③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以下简称 《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303页。元怡、元肃， 

景穆帝之后，《魏书》卷 l9(下)有传。本史所用赵超 《汇编》资料，均分别与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北京图书馆藏中同历代石刻拓本亍【：编》第3、4、5、6册所刊拓本对勘无误。穆子岩墓志，北图 

《汇编》未收。 

④ 《汇编》，150页。 

⑤ 《汇编》，3l4页，张瑾墓志。张瑾非代人，大概是受代风影响而作此说，也可能只是自饰家世而已，并 

非真有可吟可诵的歌谣。案墓主此年七月死 ，正朔在北魏 ，十一月葬 ，已属东魏正朔 了。 

⑥ 《汇编》，38l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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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五世祖为昭成第八子受久①；高祖常山王遵②，字勃兜 ；曾祖常山康王素连；祖河涧简公 

于德；父悝，字纯随。案以墓志核对 《北史》卷 15《常山王遵传》及 《魏书》卷 15《常山王遵 

传》，名字异处甚多。一、受久，作寿鸠；二、遵，字勃兜，本传不载其字，元昭墓志③ 则作字 

兜；三、素连，本传作素，元昭墓志则作连；四、于德，本传作德；五、悝字纯隐，本传不载 

其字。 

显然，墓志所见名字当是据家传歌谣，有真实性，为常所使用者； 《魏书》则当据官府文 

书。北魏有宗正④，宗室人员名字 ，宗正必有文书记录，是在官的正式名称，却并不被本人及家 

族重视，因而有如上歧异 出现。从这里也可推知，直到魏末，拓跋人仍不重视汉字汉语 ，记事 

仍以歌谣为准，风习未改。前引元肃墓 “道勋出世，列在歌谣”，歌谣作用甚过文字叙述。顺便 

论及，甚至连汉字拓跋作为 国姓，也未被普遍认同，西魏北周恢复胡姓 ，民间写拓跋为搞拔。 

北周武成二年 (560年)《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所刻邑子姓名中，拓跋全作搞拔 ，共有十 

余人⑤，初疑这是民间讹写，一方流俗。后见镌刻精美的北周大将军李贤墓志⑥，拓跋也作搞 

拔。李贤墓志立于公元569年，此时魏收 《魏书》早已修成了。从这种文化现象推知，甚至到 

迁洛以后，拓跋人对其祖宗开基及先人事迹的记忆，恐怕还是靠歌谣传诵为主，而不是依赖汉 

字记述。这些现象，都是代歌作为拓跋史诗的旁证。 

现在还是回头来讨论乐府代歌本身的问题。 

代歌的来源、内容，姑且作了上述的探讨。在 《魏书》、《旧唐书》里，代歌叫做 “真人代 

歌 ”。《新唐书》叫 “真人歌”，当系省称。只有 《隋书·经籍志》称之为 “国语真歌”。真歌之 

“真”和真人代歌之 “真人”，不像是同一含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汉音所读真字，鲜卑语中是表明人物身份称谓的字眼。《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说到此 

语 ，列举 了称为真的人物职称身份语词甚多 ，近年所出北魏太和八年 (484年)司马金龙墓表及 

延兴四年 (474年)司马金龙妻墓表刻石，所举司马金龙职称身份中均带 “羽真”⑦；其它墓志 

中也另有带真字之例⑧，似亦表明人物身份之词。但是真歌之真与人物身份之真，似乎看不出任 

何关系。所以，“真歌”很可能是隋志为图简便而形成的误写，而 “真人歌”和 “真人代歌”才 

是正式的名称。 

真人代歌名称，我认为与真人一词有密切关系。真人自来就是道家方士一类人物时常提及 

的称谓。王逸注 《楚辞·九思》，以真人为仙人。《魏书·官氏志》天兴三年 (400年)“置仙人博 

士官，典煮炼百药。”天兴是辑集代歌的年代，煮炼百药又是供道武帝服用。可见代歌冠以真人 

① 据 <北史》卷 15，“昭成帝九子，庶长日定君，次日献明帝 (定)，次日秦王翰，次日阏婆，次日寿鸠， 

次日纥根，次日地干，次日力真，次日窟咄。”此受久即寿鸠，居第五，而墓志则谓为第八子。 

② <魏书》此卷据 《北史》及它书补，而 《北史》与今本 《魏书》又有世系歧异处。点校本 《魏书》校勘 

记据赵万里说，以此歧异处 《北史》是而 《魏书》非。 

③ 元昭为昭成帝玄孙，墓志见 《汇编》l46页。 

④ <官氏志》宗正，六卿之一，第二品上。《汇编》140页元斌墓志，斌为景穆帝曾孙，官大宗正丞，“器 

识闲雅，风韵高奇，澹尔自深，攸然独远”，完全是汉人名士气质。这样的知识分子拓跋人中还很少 

见 。 

⑤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57—59页。碑在陕西渭北下邦镇。 

⑥ 据 <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 司马金龙夫妻墓表见 《文物》1972年 3期。《魏书》本传无羽真称谓。 

⑧ 参见 <汇编》267页比和真，294页他莫汗真，365页俟憨真。但这些是否都是人物职称身份之词，不 

敢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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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作为正式名称，具有道武帝的时代特征。至于这与道教有无直接关系，可能另有文章可做， 

这里不细究了。 

《魏书》卷 105之 3《天象志》皇始元年 (396年)：“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 

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① 日： ‘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 ，其锋不可 当’。冬十一月 ， 

黄星又见 ，天下莫敌。” 自注： “是岁六月 ，木犯哭星。木 ，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 ，太 

后贺氏崩。至秋，晋帝殂。” 《魏书》卷 ll2下记天兴四年 (401年)吏上言昔句注老父谓某 

日：“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 ，子孙永昌，吾不及见之。”以某之年龄 

推之，后 42年，正当道武帝破慕容宝之岁。这些资料都说明，道武帝之兴，曾经动员不少方术 

之士为他制造舆论 ，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王先借天象所言 “真人起于燕代之间”。 

皇始元年对北魏道武帝说来是个极具意义的年份③，王先所言的这一年天象所示，就是人间 

变化的朕兆，真人代歌正是从此后二年邓渊着手辑集的。用拓跋正朔记后燕慕容太史丞所见天 

象，所言人事与拓跋帝纪又若合符契，这明明是道武帝周围之人所编造的。“大兵锵锵，其锋不 

可当”，正是指拓跋平并州 、出幽冀之兵 ，起于燕代之间的真人只能是道武帝。恰恰在此时出现 

的真人代歌，所歌颂的不是道武帝又能是谁呢?所以北魏乐府 昏晨演习代歌 ，就是为了歌颂开 

国之君道武帝 ，以及拓跋 “祖宗开基”的功业。 

这些就是我认为代歌的正式名称是真人代歌的理由。代歌是拓跋史诗，是道武帝帝业的舆 

论工具。同时它也承载了拓跋部人的感情，因而获得了它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 。这种文化现 

象，值得研究拓跋史者重视。 

二 《代歌》、《代记》及其与 《魏书·序纪》关系的推测 

《代歌》素材来源于拓跋部民的El耳传闻。按照民族学所示的通则，这类素材总是越积越 

多，能说能唱，但却是杂乱芜蔓，内容矛盾。把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裁剪整理，配以合适的乐 

声，提升为史诗般的 《代歌》，是在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短时间里完成的。留存于 《代歌》中的内 

容以 “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是适应道武帝本人创业治国的要求，而 《代歌》的 

这些主要内容又正是邓渊撰修 《代记》的资料依据。道武帝时拓跋部的 《代歌》和 《代记》这 

两项重大文化成果，都与邓渊有密切关系。 

在道武帝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拓跋部社会发展缓慢，基本上停滞在 “言语约束，刻契记 

事”④ 状态，开拓帝业的道武帝自己，也是出自结绳的野蛮人。力微以来，拓跋与外界曾有接触 

很多的时候，所接触者或者是 自幽州西渐的乌桓人 ，或者是代郡 、雁 门郡的汉人。汉人与乌桓 

人文明程度较高，但数量比拓跋人少，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拓跋部起太大的带动作用。拓 

① 王先之名 《魏书》只此一见。《晋书·苻坚载纪下》记淝战中苻融陷寿春，执晋安丰太守王先。二王先 

年代相近，不知是否一人 。 

② 《天象志》此卷魏收书亡，后人取张太素书补入，参点校本校勘记。此年天象志既记北事 (贺太后崩)， 

又记南事 (晋帝殂)，盖此时已开始有．r南北两分考虑，参见下注。 

③ 《魏书．乐志》释皇始为开大始祖之业；《通鉴》胡注认为 “南北之形”定于此年；正光二年杨氏墓志有 

“皇始之初，南北两分”之语 (见 《汇编》126页)。《天象志三》天兴元年 (398年)十二月 “群臣上 

尊号，正元 Ft，遂梗一卜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案初上尊号是皇始元年事，即帝位 

在天兴元年 ，大抵北帝 、南帝之形定于皇始 ，制度确定实施则在 天兴 。 

④ 《魏书》卷 I1 l《刑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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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部内缺乏各项文明制度，与道武帝经营的事业极不适应。所以当皇始 、天兴的几年中，随着 

军事形势的大发展 ，拓跋部在社会、政治 、文化、经济诸方面都面临转轨 的急迫要求。魏收书 

诸 《志》中多有这几年间诸项制度建树更革记载，一般都依靠人数不多的汉士的帮助。汉士如 

燕凤、许谦、张衮、崔玄伯等人作用最大，但除崔玄伯以外，事迹以军事谋略、政治运作居多： 

至于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 ，则往往另有它人专任。如音乐 、官制，由邓渊司其事 ，史事记注也 

是责在邓渊。邓渊 “明解制度，多识旧事”①，是一个知识型人才 ，是帮助道武帝向文治迈步的 

重要人物之一。 

邓渊，雍州安定人，祖、父历仕苻秦，渊随父在冀州。道武得冀，以渊为著作郎、吏部郎。 

天兴元年 (398年)入代 ，与吏部尚书崔玄伯 “参定朝仪 、律令 、音乐 ；及军国文记诏策 ，多渊 

所为”。《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一月改制诸事，首列邓渊典官制，主爵品，定律吕，协音 

乐②，其中前二类详见 《官氏志》，当是就皇始元年 “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诸事而 

整齐之；后二类见于 《音乐志》，其中重要一项当为创制庙乐，辑集 《代歌》。《音乐志》在邓渊 

定律吕、协音乐之后连叙庙乐和 《代歌》，可知 

埏日：拓跋初有中原，“乐操土风 ，未移其俗”， 

《代歌》辑集功在邓渊是可以肯定的。北齐时祖 

意指惟有鼓角，未识其它。皇始元年 (396年) 

破 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 器，不知采用 ，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 (邓渊)奏上庙 

乐 ，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迥歌⋯⋯。”③ 这就是邓渊协音乐之事。 

邓渊在文化上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在戎马倥偬之际受命修史。他 “明解制度，多识旧事”。 

具有基本的修史条件；而道武帝又是深具历史感的人，在创业兴国阶段百事俱需史鉴，而拓跋 

旧事比起汉典来更容易为他所理解。邓渊 “性贞素，言行可复”，这也是修史人选应具有的史德 

条件。道武帝的 “军国文记诏策 ，多渊所为”，其 中所谓 “文记”当包括今昔史料记注在内。汉 

士中有意搜罗记录拓跋旧事，邓渊应是第一人。 

《北史》卷 56《魏收传》： “始，魏初邓彦海撰 《代记》十余卷”云云，这是修魏史之始。 

《北齐书》卷 37《魏收传》全同。《魏书·邓渊传》：“太祖诏邓渊撰 《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 

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此n,-J~t魏开国伊始，国史记注暂时只能是大事编年，全书体例 

还谈不到。 

邓渊正式受命修史之事，本传系于邓渊与崔玄伯参定朝仪诸事之下，中隔渊 “从征平阳” 

及赐爵加官诸语。案道武征平阳，是天兴五年 (402年)七月事，见卷2《太祖纪》及卷 95《姚 

兴传》，所以邓渊奉诏撰修国记，距他天兴元年入代已有四年之久④。邓渊株连于和跋一案赐死， 

而和跋被刑在天赐四年 (406年)四月⑤，所以他兼领史职时间可以确定在 402年七月以后至 

406年四月以前，前后不足四年。史不载道武帝命崔玄伯监修，可见不认为有此必要。 

邓渊撰史，规模只有 10余卷⑥，属草创性质，其基本情况，有关载籍所记都一样，只是书 

名微异。《北史》、《北齐书》称之为 《代记》，《魏书·邓渊传》、《史通·古今正史》则作 《国记》。 

① <魏书》卷 24《邓渊传》。 

② 其下还列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 、社稷、朝觐 飨宴之仪，三公郎中 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 

造浑仪、考天象。连同邓渊在内，都是当时各有专长的汉士。吏部尚书崔玄伯则总而裁之。 

③ 《隋书》卷 14《音乐志》中载北齐祖埏上书之言。 

④ 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结网编》，台北尔大图书公司，1998年)，237页，参考杨翼骧编 《中国史 

学史资料编年 (一)》(南开大学出版社，l987年)，断邓渊受命修史在天兴元年 (398年)，似可酌。 

⑤ 见 《魏书》卷 125之二 《天象志》。事详后。 

⑥ 《史通·古今正史》作 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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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言及，邓渊修史以 “记”为称，即邓渊所 “文记诏策”之 “记”。《史通·史官建置》：“书 

事记言 ，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 ，归于后来之笔。” 《代记》年代早 ，自然都是根据 “当时之 

简”，更可能是以当时口述传闻记录为 “当时之简”，所以称之为 “记”是准确的，《代记》应是 

原始名称。《魏书》以魏为统，是北魏国书，故改 《代记》为 《旧记》，《史通》则以唐代所见魏 

收书为准，亦袭称 《国记》。这种差异是比较好解释的 。 

邓渊 《代记》记事包括的年代究竟有多长 ，载籍所见并不 明确。 《魏书》卷 48《高允传》： 

崔浩之狱以后 “世祖召允 ．谓日 ‘《国书》(案指崔浩监修的国史)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 

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案指 《太宗明元帝纪》)及 《今记》(案指 《世祖太武帝 

纪》)，臣与浩同作⋯⋯。”这里把邓渊所撰之史称作 《太祖记》，举以与下述 《先帝记》及 《今 

记》并列，不是用邓渊书的本名。邓渊死在道武死前三年，还无太祖庙号 ，更不可能撰成完整 

的 《太祖记》②，一定是后人据邓渊所撰编年记事续有斟酌增删而成。但高允所称都是诸帝之 

“记”，说明邓渊书名本称为 “记”，或 《代记》，或 《国记》，这也是一证。 

高允所称的 《太祖记》，是严格限于道武帝本人的事迹呢，还是包括了像其它国史那样于开 

国之君中追叙其族姓世系以及开国以前的历 内容?我想 ，按中国历来修史成法，应 当是后者。 

以邓渊其人博学而又 “多识旧事”的特点，以他辑集 《代歌》所获知的拓跋史诗资料，他是可 

以把拓跋历史梗概整理成文字的。我确信北魏之初经汉士之手保存了一些拓跋祖先资料，供 以 

后崔浩以至魏收修史使用。最早整理拓跋祖先资料的汉士从现有资料看来 ，只有邓渊。 

《十七史商榷》卷66“追尊二十八帝”条，谓二十八帝中惟猗包、猗卢、郁律、翳槐、什翼 

犍名通于晋为可据，其余凡单名者与猗包等不同，疑皆道武帝时所追撰。我觉得王呜盛所列数 

人以外 ，还有非单名者 ．如力微 、推寅 、诘汾等 ，其中力微之名亦见于晋代文书，所以不能一 

概而论。但道武帝时其先祖之名有代歌可作根据，所以断定其先祖之名大部分是邓渊辑集 《代 

歌》时从鲜卑音记录而来，则是可相信的。 

《魏书》卷 57《高j右传》孝文帝时秘书令高{右与丞李彪等奏目： “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 

《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 

《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 ，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 、固大体 ，令 

事类相从 ，纪传区别 ，表志殊异 ，如此修缀 ，事可备尽。⋯⋯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 

国书，如其得人，三年有成矣。” 

高韦占等所言，是一段简略但却比较准确的拓跋先祖历史，从 “披览 《国记》”亦即邓渊 《代 

记》而来，其内容与以后编成的魏收 《魏书·序纪》所见一致。我们且取这两者加以比较： 

一

、 “创制上古，开基 《长发》”，说的就是 《序纪》黄帝后人封大鲜卑山、统幽都之北这一 

拓跋远古传说，如同 《诗·商颂·长发》所叙殷人发祥的史诗内容。 

二、“始均以后至于成帝”，世数久远，史弗能传，说的就是 《序纪》始均入仕尧世，其裔 

不交中夏，载籍无闻，以迄于成帝毛的历史。以后道武帝追尊拓跋二十八帝，自成帝毛始，可 

见毛已经是道武帝认为其祖先中可信的人物，而成帝毛 “统 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之说，也 

为拓跋后人所认同了。 

三、“王业始基。庶事草创”，说 的是 《序纪》 自成帝毛至圣武帝诘汾共十四帝时事。毛既 

① 《南齐书·魏虏传》谓平城 “两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此盖南人传闻崔浩刻国史事，其国史亦称 

“国记”。称 史书为记 ，《史记》、《尔观汉记》都是例证 。 

② 太武帝时，太祖这一庙号还是指平文帝；道武帝从烈祖之称改称太祖，是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事。高允 

在太武帝时何得用太祖之 号称呼道武帝?所以这整段文字都是经过后人改写的，不是太武帝时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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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封，自然就是王业之始。不过人物虽然可信，事迹却是不详。只有自幽都两度南移，“九 

难八阻”之说 ，大体有今知考古材料，参照地理方位，可作印证。高{右上奏之 中对此未作解释， 

只用 “庶事草创”一语带过 ，说 明其时除了口耳传闻以外，能见到的刻木结绳资料，未必皆能 

准确解读。而口耳传闻的代歌 ，比刻木结绳所记 ，应当更为可靠，更为具体。这一类拓跋祖先 

史实，都经过邓渊记录整理 ，加上他记注的道武帝事迹，构成邓渊 《代记》，后来就基本包含在 

由崔浩总揽的国史之中。崔浩国史除崔浩之狱 已毁 的一部分以外，余下的当即高{右所说的 《国 

记》，有 30卷之多。 

神元帝力微以下 ，迄于 376年代 国之 灭，还有十四帝，高裕似 皆归入 “庶事草创”阶段 ， 

未作描叙。大概邓渊、崔浩所记这段历史已较详备 ，编年差可 ，不必更张①。这就是后来魏收书 

的 《序纪》范围。从此以后，皇始以降，北魏立国，记事 日繁，制度日备，所以高{右等建议国 

史宜纪传表志兼备，不可仍依编年之旧。后来魏收书的全书规模就是这样，其中必定有很大的 

继承关系，可惜今天已无从说起了。 

邓渊 《代记》虽被高允称作 《太祖记》，当是兼具魏收书 《序纪》的全部内容。魏收书十二 

帝纪，其中 《序纪》在目录中排列为 “本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排列为 “本纪第二”，可见 

《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在魏收书中地位重要，不是附带叙述性质。《序纪》列 

举的人物就是道武帝追尊的二十八帝②。二十八帝名字具在，世系清楚 ，间有大事可述，多少不 

等，而神元帝以后且有甲子纪年，可述大事较多。由此推测在邓渊书中，道武以前之事是独立 

成篇的，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史的前纪，也就是魏收书的 《序纪》。 

《序纪》应当主要就是根据 《真人代歌》中 “祖宗开基所由”，“君臣废兴之迹”的内容，经 

过邓渊 《代记》的译释解读整理，才得以流传下来。《代歌》中的大事不被 《代记》搜罗以致为 

后来 《序纪》所遗的，恐怕不会很多。这也就是魏收书 《序纪》在北魏史学史上极具价值的所 

在。根据这个事实，我认为 《代歌》与开国以前那一部分 《代记》同源，此部分 《代记》主要 

出于 《代歌》。我还认定辑集 《代歌》、撰成 《代记》的邓渊，也是 《序纪》实际上的第一作者。 

但是 《代歌》是歌，《代记》是史，两者毕竟还有不同之处。《代歌》虽经筛选，难说没有 

一 点违碍内容保存其中。但它不是直接叙事，不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写实，又有音乐配制的影响 

和限制，所以是拓跋历史的升华。加以它用鲜卑语音，传播限于宫廷之内，汉人无从理解，所 

以它的内容稳定，未受政治非议。《代记》则不然，它首在实录，首在直笔，否则无以称史。正 

由于此，它容易受到挑剔，被当轴者疑忌，所以其作者邓渊就先于崔浩成为国史之狱的第一个 

牺牲者。不过邓渊人微，又值国初秩序初定，未至构成大狱，不像崔浩之狱那样引人注意，引 

人研究。 

在思考邓渊 《代记》撰写的多种细节时，我觉得邓渊之书不称 《魏记》也值得一究。如前 

所论，邓渊撰史时间是在天兴五年至天赐四年 (402--406年)。据 《太祖纪》，登国元年 (386 

年)元月道武帝即代王位 ，四月由代王改称魏王，而没有说明原因；天兴元年 (398年)六月经 

过朝臣议论，道武帝裁定国号不称代而称魏。这就是说，邓渊修国史之前已有两次明令改代为 

① 《魏书》卷 62《李彪传》 “自成帝 以来至于太和，崔浩 、高允著述 《国 书》，编年序录 ，如 《春秋》之 

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袷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修史人物不列 

邓渊 ，只能说明邓渊 《代itS)内容已被崔浩 、高允之书吸收 r。 

② 参见 《十七史商榷》卷 66“追尊二 }。八帝”条。《序纪》中只有二 卜七帝之名，是由于昭成帝之子、道 

武帝之父毫，未立早死，只附见于 《序纪》昭成三十四年而未独立立目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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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而国史之名理应用国家正式名号①，称为 《魏记》才算合理，但事实并非如此。 

拓跋先受晋封称代公、代王，后有实土，百余年孳生蕃息于代北之地，没有迁动。所以拓 

跋琏复国之后先称代王，符合习俗民情，是很 自然的事。天兴元年 (398年)正式定国号称帝， 

经过朝议，群臣主张称代，本无异议。只有崔玄伯以拓跋奄有中土，且将报聘江左为由，用旧 

邦维新之义，主张称魏。道武帝裁定以魏为称，并以魏帝名义昭告天地。但是代人习用旧称， 

而且反对向中土迁徙，连崔玄伯之子崔浩都是如此。官私称谓 ，都是代 、魏兼用 ，到孝文帝迁 

洛之前，称代更为多见，称魏较少。何德章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② 一文举证甚多，毋繁赘 

叙。所以国史以代为称而不日魏，并不难于理解。何况邓渊于国初修史，所记尽代人代事，与 

整理 《代歌》相近，如不称代而改称魏，反而不协于时了。 

何文对于道武称魏的理由，已有论证。事实上当年曹操称魏的理由，拓跋也都考虑到了。 

何文留下两个他所不解的问题，一个是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琏何以在甫称代王后数月即匆匆改称 

魏王 ，一个是崔玄伯为什么以 “慕容永亦进奉魏土”作为他所持称魏的理 由之一。这两个问题 

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试着来做回答。 

拓跋琏复称代王，是前秦灭代十年以后的事。灭代后的十年中，代北草原各部族部落经历 

了长期的混乱 ，刚复国的代王一时不可能把秩序恢复过来。其中拓跋琏最感困难的问题 ，是他 

的代王地位得不到普遍认同。与拓跋部最亲近的贺兰部和独孤部内，各 自都有拥护的部落和反 

对的部落，拓跋琏随时要进行对反叛者的战争。最急迫的战争挑衅更是来 自拓跋部内，因为拓 

跋部内并没有较稳定的君位传承制度，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总是交错出现，夹杂着残酷而复杂 

的斗争。拓跋琏是昭成帝的嫡孙，但硅父蹇 (献明帝)并未正式履位即死，昭成余子即献明诸 

弟存者尚多，按照兄终弟及的部族习俗，他们都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昭成幼子窟咄是琏的季父， 

国灭时被掳徙长安 ，后因前秦之乱而随慕容永东迁并州闻喜 、长子。慕容永称西燕 ，以窟咄为 

新兴太守。新兴，以地理位置言，与代北只有一山之隔；窟咄，以个人身份地位言，有继承已 

死的昭成帝而为代王的权利。而且他此时还有一定的实力。看来，他受慕容永命出为新兴太守， 

目的就是为了注视代北，相机进取。这种危殆形势，初即位的代王琏是不可能不觉察，不得不 

警惕的。 

以 《魏书》、《通鉴》等史籍互参，可以略见皇始元年正月拓跋琏即代王位以后的代北局势 

和代北周边局势是极为复杂多变的。皇始元年正月，可以看到三股势力同时活动。一 、拓跋琏 

于牛川一盛乐称代王；二、慕容垂在邺称帝 (后燕)；三、慕容永由长安东出，中途闻垂称帝而 

止驻河东闻喜，此处与邺皆为旧魏地。三足鼎立，都谋求前秦崩溃后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 

窟咄被委以新兴太守，独孤刘亢泥迎窟咄入代北与琏争位，都是此年春季的事。四月，琏由代 

王改称魏王；六月 ，慕容永遂称藩于后燕慕容垂。这暗示慕容永 、慕容垂有可能联合共击拓跋 

琏。十月，慕容永进驻长子，是为西燕。长子和闻喜一样为旧魏之地。这表 明拓跋周边彼此戒 

备的力量，全是驻在旧魏之地。拓跋琏其所以在此时匆忙改称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 

由他统辖，既警告慕容永，也警告拓跋窟咄，不许插足其间，不得侵犯代北。至于慕容垂，他 

不能容忍 自长安外奔的慕容永，以及附属于永的拓跋窟咄染指幽、并。是冬 ，拓跋琏联络慕容 

① 例如 《礼志一》天兴元年道武帝即帝位，祭天地，理当用正式国号，故祝辞用 “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 

之语。 

② <历史研究》l992年 3期．．何文着重分析拓跋力求争神州正统，改代为魏，守旧者则仍以代为称。称魏 

称代 ，何文举证甚多 ，文献墓铭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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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研 究 

垂大败入侵的拓跋窟咄，代北局势才得以初步稳定①。 

慕容永等东来时颇有军力，但无退路 当慕容永求 人冀 、幽不成 ，北上代北受阻，只得龟 

缩于长子一隅，还不时受到后燕压力之时，处境是艰难的。所以可以理解，《太祖纪》登国七年 

(392年)十二月所载 “慕容永遣使朝贡”之事 ，就是西燕怵于后燕压力，求代为与国以图存的 

表示②。同时也可以理解 ，天兴元年 (398年)道武帝在邺再议国号时崔玄伯所说 “慕容永亦进 

奉魏土”，所指即此。至于 “进奉魏土”，虚词 而已，并无实事。所谓魏土 ，即指 闻喜 、长子。 

崔玄伯所谓奄有中土，旧邦维新 ，也是此义，只是地面更广而已 

综观前后，皇始元年，拓跋窟咄随慕容永入闻喜 ，拓跋硅敏锐地感到来者不善 ，立即表示 

他 自己是魏土之王，改国号日魏 ；登国七年 ，慕容永遣使北魏，也许 真有过愿以长子魏土 “进 

奉”的口头表示 ；天兴元年 ，拓跋琏又获得 了旧魏要地邺城。把这些资料合起来看，研究所谓 

代 、魏之辨问题 ，岂不是多了一重思路吗?何文遗下他所不解 的两个问题 ，到此是不是算解决 

了呢? 

以上，由探索 《代歌》、《代记》同源及其与 《魏书·序纪》关系，进入到所谓代 、魏之辨的 

疑难之点及其解决门路。从这里我又想到，正史中对本朝先世历史追溯能做到像 《序纪》这样 

既相当久远又比较准确，还以其 “得体”③ 而受到四库馆臣的称赞 ，是少见的。追根溯源，拓跋 

古史中的这一特异之处 ，不能不归于国初邓渊同时完成辑集史诗 《代歌》和记 注古史 《代记》 

的开创性成就。 

三 国史狱事造成的史风问题 

我留意考察邓渊之狱对北魏一朝修史的长远影响 ，是受到台湾青年学者陈识仁 《北魏修史 

略论》一文的启发。陈文看重邓渊之死是道武帝猜疑的结果，又提出崔浩 国史之狱对北魏修史 

造成影响。这两点立意我都赞成 ，只是觉得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而陈文未曾措意。我现 

在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邓渊一介书生，不涉权势，要是真有什么事引起道武帝猜疑的话， 

最可能是修史中出现了敏感问题；第二，国史之狱影响北魏 l00余年，历来把这笔账从崔浩之 

狱算起，我看应以邓渊之狱为始。邓渊是受命修史的第一人，其狱事内容与崔浩基本一致，崔 

浩之狱正是邓渊之狱滥觞所及的结果。 

《魏书》卷 24《邓渊传》，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 “太祖疑渊知情 ，遂赐渊死”。和跋④，代 

人，世领部落⑤，与拓跋部关系久远，随道武帝 ，以武功显。天兴元年 (398年)和跋以行台尚 

书镇邺；邓渊从弟晖为行台尚书郎，与和跋 “厚善”。道武杀和跋 ，罪名是修虚誉 ，性奢淫，并 

非犯上作乱一类重罪。邓渊是新附文臣，一直 “谨于朝事 ，未尝忤 旨”，史 臣叹其 “贞白干事 ， 

才业秉笔 ，祸非所罪，悲哉 !”邓渊之死不但时人愍惜 ，道武本人也是 “既而恨之”。由此可见 

① 《通鉴》记永入长子即化在前，窟咄败亡孑F后，《本纪》记二事先后卡H反，实际上这大致足同时发生的 

事。 

② 代国无力助西燕抗衡后燕 ，两燕终 于征 394年为后燕所灭。 

③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史部 《一国志》条。 

④ 《魏书·官氏志》神元时内入诸姓有 “素和氏，后改和氏”，和跋先人当世领素和部落。《元和姓纂》卷 8 

去声十一暮 ，素和氏：“后魏有尚书素和跋 。” 

⑤ 和跋部落所驻，可以考知。《和跋传》太祖校猎豺山，“群臣佥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据 《读史方 

舆纪要》卷40，豺山存善尢．今山西右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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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渊之冤昭然在人耳目．但冤情底蕴却迄今无人探究。 

《魏书》卷 125之二 《天象志》，天赐 年 (406年)四月 “诛定陵公和跋”。邓渊赐死当是 

紧接其后之事。邓渊 《代记》记事 ，最晚当止于此年，下距道武帝之死还有三年半的时间。道 

武帝死于天赐六年 (409年)十月，年 39，算是盛年之君。但他 自幼多艰 ，历经波折 ，从复称 

代王到建立帝业，历 24年之久，在政治上已到晚期 ，是嚆矢之末了。天兴五年 (402年)阳平 

之役获胜，道武帝驰骋疆埸生活从此结束 ．此后他思虑所及，多是 “追思既往成败得失”，以及 

穷思如何跳出拓跋历史争位斗争的老路，实现帝位的平稳传承。这是一个非常棘手，很难决断 

的问题。道武晚年多猜疑忌妒，当与此有密切关系。而邓渊奉命修史，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无力执政的道武帝，寄情校猎于新筑 的 山离宫，有时一年行幸三次之多，每次数月。他 

嗜服寒食散，药动颠狂不已。天灾变异使他恐惧 ，但更多的恐惧是政治性的事件。这种身心状 

态加重了他喜怒乖异，杀戮无节 邓渊之死也就是在道武帝这种心态下发生的。 

据 《官氏志》，天兴四年 (401年)九月 “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可知邓渊天兴五年居 

馆职之时，修史事务，包括史实的搜求、翻译、斟酌、取舍，巨细无遗，都是在道武帝眼下进 

行。道武帝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人，对于拓跋旧事之可资借鉴者是非常留意的。崔玄伯对他谈 

论的许多汉典故事，虽然对他有启迪之处，但毕竟是隔了一层 而拓跋故事 中本有许多可以资 

治者，道武帝更易理解，可以产生联想，直接利用。但这些保存于刻契结绳中的拓跋 旧事 ，需 

要专门的人来解读；拓跋先人的口碑歌谣在史官中编辑使用，也先得翻译成汉文。所以 《史通· 

史官建置》中说：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 七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 

邓渊供职史馆，必然也是 “匕奉王言”，即听取道武指授 ；“下询国俗”，即了解拓跋 旧事 ，经过 

翻译由汉字记录，备国史采用 《邓渊传》史臣谓渊 “才业秉笔”，这正是史臣的日常职分所在， 

也正是道武帝不时指授检核之处，道武帝喜怒乖常 ，史实中疑窦之生，全在乎他一念之萌，而 

史臣也许并未经意，它人更难理解。我推定邓渊死于修史之狱 ，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是一场 

腹诽之狱，一场不动声色的文字狱。它以诬枉之词定谳 ，所以说 “祸非其罪”。后人不能确指原 

因，又不信坐和跋案的谰言，只能让它成为一桩不明不自的公案。邓渊人物不显，其死事又在 

国初 ，魏史中论及者少，后来又被更大的崔浩之狱遮掩 ，所以后世留意及此的人就少而又少了。 

邓渊 《代记》可能包含什么样的敏感问题，以至形成北魏头一桩国史之狱呢?据 《邓渊 

传》，渊造 《国记》(案当时的本名是 《代记》)l0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 

按史官修国史成例，这只是一种草创，后人谓之长编，今人所称初稿。刘知几之言日：“书事记 

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 

是也 ；后来经始者，贵乎俩识通才，若班 固、陈寿是也。”邓渊之书显然只是史实排 比的史 录， 

以待后之偏识通才删定勒成，一般不会有雌黄褒贬。连所谓 “当时之简”，也只是临时自鲜卑语 

翻译而成。并无现成简牍可用。如果此中出现口实，不过是译文中事实取舍而已。邓渊主持而 

成的译文中。不大可能有所谓 “春秋笔法”问题，因为如前所说，邓渊贞白干事，未尝忤 旨， 

亦无权势背景，遇到敏感问题，一定是小心处理，以避嫌忌。而且， 《代记》虽被称作 《太祖 

记》，当包括拓跋先世事迹，相当于魏收书中的 《序纪》；而真正的 《太祖记》部分最多只记到 

天赐四年 ，并未完成 如果邓渊书被认定有问题 ，只能是出在拓跋先世和道武帝本人至天赐四 

年为止的这个时间段里。而此时间段内道武之史是当世之事，道武亲自过问，估计难产生嫌疑； 

而道武先人事迹 ，相当于魏收书的 《序纪》部分，则其事其言已久历时 日，滋生嫌疑的可能要 

多一点。现在就来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不少学者认为崔浩国史之狱昕谓 “备而不典”、 “暴扬 国恶”，是指 国史所录的一些拓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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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史臣直笔招祸，最易在此方 

面产生。周一良先生 《崔浩国史之狱》① 判断献明帝死后贺后被其父昭成帝收娶，所以贺后先后 

所生既有献明帝之子 ，又有昭成帝之子 ，诸人行辈既为兄弟 ，又为叔侄 。这在北俗 中蒸报之事 

本无所嫌，如果 《代歌》中有此等内容，也不一定会受到注意，可是记人 《代记》，诸人行辈混 

乱所涉人伦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我自己在考察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时，对此现象也有所发现 ， 

有所议论 。国史所记这类本无足异的拓跋旧事 ，在道武帝成为专制帝王以后极易成为定罪 El实 ， 

崔浩国史中的 “不典”、“国恶”，的确可以从此得到解释。进一步说，这些El实，当以道武建国 

以前所传而透译所得者居多，记载这些事的国史，并非崔浩新撰而是已有的邓渊 《代记》。因为 

邓渊有 《代歌》参考而崔浩则不可能有 的资料可据，不能凭空造成。我认为崔浩之狱滥觞于 

邓渊之狱，这是一个重要理据。至于在两次狱事中究竟是哪一个具体问题形成道武帝和太武帝 

的痛点，是否每次还有更为直接的兴狱的政治需要，就不是本文所拟探讨的了。 

还有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就是太武帝恢复史馆以后，修史之事与以前邓渊相比较，进展 

非常缓慢，似乎有某种障碍存在。案邓渊死在天赐四年 (406年)，太武帝恢复史馆在神麝二年 

(429年)，其间20余年国史 “废而不述”；崔浩书成而大狱兴在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年)，其 

间又是20年有余，新纂成者不过是 《明元记》、《太武记》 (未竣)而已。时日迁延太久，令人 

生疑。其中原由，我们先从太武帝修国史二诏试做分析。 

据 《崔浩传》，太武事功有成，神麂二年 “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 

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 《国书》三十卷。”此为前诏。太延五年 (439年)太武帝 

平凉州，完成了大功业，于是诏崔浩监修国史，大意说神麂后戎旗仍举，而 “史阙其职，篇籍 

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所以采取特别措施，“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此 

为专门给崔浩之诏，我称之为后诏。二诏不同之处，一是后诏崔浩留台监秘书事，综理史务， 

并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这就是专人专责，提高史臣档次，务期于成，而不 

是像前诏那样 ，诸人共参著作 ，崔浩只是参与者之一 ，厕列其间而已；二是后诏提出特别 的编 

纂要求，这就是 “务从实录”，这是前诏所没有的。至于前诏所说 “叙成 《国书》三十卷”或是 

预期之词 ，实际上当时未 曾完成而完成于后诏之后，所以后诏 才说此前 “史 阙其职，篇籍 不 

著”。 

细审二诏 ，我认为修史难成 ，障碍在于史臣趑趄不前。太武帝前诏以一般政务看待修史之 

事 ，并未特予重视 ，对障碍也没有估计。趑趄不前的原因，我认为是邓渊史狱遗留下巨大影响， 

其中关键又是史臣直笔实录问题。所以后诏才强调 “务从实录”，实际上是太武帝亲自承诺不会 

重复出现邓渊史狱 ，以安史臣之心。 

邓渊 “祸非其罪”，必修史有所违碍，只是谁都不便明言。这是史臣寒心之事，是明元帝一 

朝史事 “废而不述”，太武帝时仍然 “篇籍不著”的真正原因。太武帝前诏所命史官，邓渊之子 

邓颖就在其中，这可能是太武帝要求 “务从实录”的一种姿态，但事实上会产生负面影响。太 

武帝后诏正是针对此中问题，针对史臣缄口裹足，惟恐愆失心态而发。后诏特命有地位、有担 

当、有能力的大臣崔浩总监其事，也是表示有事可由崔浩负责，不致牵连史臣。一般说来，修 

史中是非得失的评骘，惶惶中的文士或可藏而不露，但是据实录文，文士逃避责任的余地很小。 

所以 “务从实录”一语，加上崔浩总监，应当能释史臣重负，让他们能安心著述。 

崔浩本来是有德于太武帝的，太武帝得以早为储君，抚军监国，以至于为国副主，就是出 

①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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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崔浩向明元帝的力荐。崔浩极富军国智谋 ，迭有大功，太武帝令歌工历颂群臣，有 “智如崔 

浩”之颂。而且崔浩在朝谨敬避嫌 ， “以示不敢犯国”，甚至早在道武帝杀戮无节，左右力求逃 

隐之时 ，崔浩随侍左右 ，“独恭勤不怠 ，或终 日不归”。他是邓渊之狱的 目击者。所以用他综理 

史事，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是推动史臣尽力著述的重要一步。他本人应该是深知太武帝对他 

的知遇之恩的。 

崔浩不负所托，受命十年，国史告成。道武纪及拓跋先人追叙部分以邓渊 《代记》为蓝本 

而有所加工，所谓 “删定勒成之笔“，当出崔浩。邓渊死后道武纪所缺部分 自然也由崔浩续成。 

太宗明元帝及世祖太武帝纪由崔浩 、高允同撰。三纪的注疏高允居多，总裁在崔浩①，从后来崔 

浩罹大狱而高允无罪的情节看来，除了景穆极力保护高允以外 ，也许还有别 的原因，例如所谓 

“备而不典”问题不出在太宗、世祖二纪 ，而出在崔浩续成 《太徂纪》中；不出在各纪注疏而出 

在选材综理方面 ，等等。前有邓渊之狱，崔浩又蹈覆辙 ，我看 只能从崔浩当真执行 “务从实录” 

寻求解释。 

崔浩总裁史事 ，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 “务从实录”是崇，显示 自己有胆 

有识，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 

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 

乎所以，竟不思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刊石诸事，“分寸之间，恐为崔浩万世之祸。”希君之 

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者，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为人主者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 

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 ，问题不正是出在 “分寸之间”吗? 

古书所见，有一类智者以 “揣摩之才”见长。赵国虞卿作 《虞氏春秋》八篇② “以刺讥国家 

得失”。其中有 “揣摩”一篇。隋代杨素称赞封伦善于揣摩，史臣亦称封 “多揣摩之才”⑧。崔浩 

盖亦虞卿、封伦之俦，揣摩人主之意而遭反噬，成为千古史坛话题。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 

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 “务从实录”，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太武帝的理 

解与需要。诚如 《史通·序传》所说：“苟能隐已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盛 

矜于已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 ，先人事迹无涉荣 

辱 ，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 ，礼法人伦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是另有尺寸 了。如 

若不然，皇权就要裁翦史法，约束史家。这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实录之说始自刘向等人赞誉太史公书之 “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此实录被 

尊崇为史德之首。至于著史冠实录之名，唐宋定实录之制，明清开实录之馆，历代相仍，有保 

存史料之功，但难说都能遵循太史公之所界定。刘知几以张俨 《默记》、孙盛 《晋阳秋》为例， 

“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也。”(!)他感叹 “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⑤， 

这似乎就是暗指崔浩狱事。 

史馆再开以后，直笔仍然是修国史中的大问题。孝文帝尝谓史官当 “直书史实，无讳国 

① 与高允同参著作的张伟．从其本传看， 但来罹刑罪，甚至未提及参预修史之事。大概张伟在后诏中 

虽有其名，而实际 h未尝参与。 

② 《史记》卷 76《虞卿列传》。《汉书》卷 30《艺文志》著录 《虞氏春秋》十五篇，另有 《虞氏微传》二 

篇。 

③ 《旧唐书》卷3《封伦传》。 

④ 《史通通释·直书》。 

⑤ 《史通通释·曲笔》。参同书 《疑占》引 《孟子》和汉景帝、魏文帝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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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①，但史官 自有忖度，趋避在己，再也不会见到邓渊，更不会见到崔浩。韩显宗答孝文帝之 

问，自诩 “直笔而无惧”②，但实际上却无寸功。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崔光直云 

“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⑧；崔鸿撰 《十六 幽春秋》，以其涉国初事 ，惧其言多失体 ，迟不敢 

行①。所谓国初事 ，当包括邓渊 、崔浩所涉 “不典”、“国恶”诸事。邓渊 、崔浩事件阴影难消 ， 

国史之学难振。尔朱荣入洛后竞有山伟 、綦倘等倡言 “国书正应国人 (案指代人)修缉 ，不宜 

委之余人”，以至二十余年中代人掌史职，一无所成。及至东魏魏收受修史之命，执政者所关注 

议论，忧心所在仍是直笔问题。他们自然知道不许直笔则无史可言，允许直笔又惧扇扬褒贬。 

高欢戏语魏收 “我后世身名在卿手”；魏收言志，标榜 “臣愿得直笔东观”⑤。高洋效法孝文帝之 

意 ，直言 “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 ，诛史官”⑧。诛史官之始作俑者实际上是道武帝 ，此时其 

事已被人淡忘了。这些资料陈识仁的文章都已引用 ，无烦 多说。只是附加一句话：修 国史引出 

如此纷纭 ，历代少见，追根溯源 ，还是北魏史风造成的。 

魏收著史，时过境迁，拓跋先人行事已失去敏感性，所以收书中得以保留一篇 《序纪》，分 

量虽然不大，迄今仍为研究拓跋先人历史惟一重要资料，而且是基本上经得起验证的资料。经 

过邓渊、崔浩两案以后，《序纪》中的资料 一定有不少磨合删削，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从鲜卑语 

透译时的原始面貌。但是五胡诸载记之中，还不见有保存先人历史资料像 《序纪》那样系统准 

确的例子。只是 自邓渊 、崔浩 以来百余年中史风污染 ，当途者既求誉于 国史，又畏 国史之毁 ； 

既不能不标榜直笔实录，又吹毛求疵于直笔实录之 中。风气积久，洗之愈难。不止是帝王干预 

修史，连权势之辈都想利用国史巩固家族地位，多求史官为先人作佳传。这就是 《史通·直书》 

所说史臣也只有 “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 以受害。”魏收的一部 《魏书》，虽不远于是非 ，但亦 

难免无疵 ，未行时已多纠纷，刊布后被指责为 “秽史”，以至于历代学者屡起为魏收辨诬。在我 

看来 ，这也是北魏史风污染的一种后果。 

行文既竟，还有几句赘语。近年我所作拓跋早期历史研究的几篇文章，某些环节找不到确 

证，因而有推测成分，论述难得周全准确。本文也是如此。对邓渊狱事性质的判定，旁证颇有， 

但迄今尚未找到直接证明，而以下行文却与此点关系较大。这在逻辑上是犯了 “丐词”的毛病。 

我想，古史中有大量 “待垦荒地”，由于直接资料缺乏，研究难于下手，历史的空白点难于填 

充 ，杂乱的现象难于做出说明。出于这种考虑，我把此文 (以及其它相关文章)作为研究拓跋 

历史的一种思路 ，一种探寻 ，而不是作 为确凿的结论奉献给读者 ，希望能起到一点从空白处 、 

从杂乱中探索拓跋历史问题的促进作用。果能如此，此文本身即令言而不中，我觉得还是值得 

的。也许，这可以从 “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义来理解吧。 

[作者田余庆，1924年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 10
．

0871] 

① 《魏书》卷 7《高祖纪下》。 

② 《魏书》卷 60《韩麒麟传》附显宗传。 

③ 《魏书》卷 67《崔光传》附崔鸿传。 

① 《魏书》卷 67《崔光传》附崔鸿传。 

⑤ 《北史》卷56《魏收传》。 

⑥ 《北史》卷56《魏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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